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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跨年度2012年與2015年的調查顯示，臺灣民眾對氣候變遷的風

險感知、環境與經濟成長辯證、世代正義、低碳能源選項、願付代價、

對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的改革、風險溝通、對政府風險治理的信任與公民

參與、以及最後對企業的社會責任期待，都產生相當一致性的強烈變革

態度。這些變項調查結果之關連性，可以說台灣民眾已經形成新的氣候

治理與轉向低碳社會的認知取向，而此文化認知正是啟動典範轉移的重

要驅力。然而，調查也發現，長期政府治理所嚴重欠缺的資訊透明、雙

向風險溝通及公民參與，企業未善盡社會責任的社會觀感等，造成政

府、企業與公眾在氣候治理上產生系統性的鴻溝，不利於全盤的社會轉

型，亟待克服。

關鍵詞：風險感知、氣候治理、典範轉移、系統性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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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公約大會（COP21）召開以來，全球邁入新

的低碳社會與經濟時代。COP21決議包含幾個重要的方向，在象徵意義上其

長程抑溫的目標設定在1.5度，揭示了化石燃料經濟時代的結束與綠色、

低碳經濟時代的來臨；在實質發展上其要求各國降低或終止化石燃料補

貼，並將展開審查各國排碳政策與情況，並將於每五年進行減碳盤查。而

在COP21會議召開前夕，全球已經有146國遞交國家自願減碳計畫（NDC）與

各國深度減碳途徑計畫（DDPP），顯示全球正啟動低碳經濟與社會的大轉

型。我國雖也遞交國家自願減碳計畫，預計二氧化碳排放於2030年回歸到

2005年再減20％，但總體而言，現實上對臺灣挑戰非常巨大。

 事實上臺灣近20年來CO2排放量增加為116％到137％之間，年平

均成長率超過4.9％。在1990年排放110百萬公噸，到了2008年排放252百

萬公噸，占全球1%。同年CO2人均排放量達11噸，占第18名。2010年CO2人

均排放量升高至11.53噸，排名更提昇至全球第16名，而在5百萬人口以上

國家臺灣更名列第六，以人口一千萬以上國家而言，臺灣排名第8位。而最

新的數據顯示，2014年CO2人均排放量升高至10.95噸，同樣在一千萬人口

以上國家臺灣名列第八（IEA 2015）。這樣的排放總量與增高趨勢，顯示

臺灣需要進行急速的減碳與徹底的變革，否則不但將重蹈1994年大西洋鮪

魚公約對雖非聯合國會員的臺灣制裁，而成為國際綠色公約制裁的目標，

同時，也將成為低碳經濟的落後群組。

二、全社會的典範轉移(societal paradigm shift)

 過去，在臺灣追求經濟快速成長、後進追趕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事

實上是以部分犧牲環境、健康、勞動權益而進行的褐色經濟，而這種犧牲

的體系建立在高排碳、高耗能、高污染的能源與產業模式（周桂田，王瑞

庚2016）。而當行政院科顧組於2011年檢討臺灣需要從褐色經濟邁向綠色

經濟或從效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劉兆漢2011）的方向時，代表臺灣，

如同亞洲需多急速工業發展國家，需要進行全盤的政府治理、民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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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的全盤社會典範轉移。而這個全盤典範轉移的架構，不僅僅如Peter 

Evans(2005)主張的，即使各新興工業化國家以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 

state)為座標，在當代面對巨大環境、社會與經濟轉型的挑戰須進行制度

性的翻轉(institutional turn)，筆者認為更需進行全盤的觀念與價值翻

轉。因為，唯有治理、社會與產業在下一個新世代的價值與發展典範改

變，方可以引領整個國家與社會的改變。

然而，近十多年來臺灣政府核定的能源發展方向與重大產業開發計

畫，似乎與上述的國際碳排制裁拖勾，毫無視於2010年起聯合國氣候變遷

大會(COP16)針對新興工業國家需承受「共同但差異」碳排減量責任，仍然

持續鼓勵耗能產業(Chou & Liou 2012)以及效率較低、以火力為主的能源

發電類型。

就臺灣的政策脈絡，政府雖於1998年立即回應1997年京都議定書召開

全國能源會議、2001年成立國家層級之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擬定經濟與

社會發展藍圖、2001年推動新興科技之倫理、法律與社會衝擊研究、2005

年召開第2次全國能源會議、2006年召開全國永續經濟會議、2009年召開第

3次全國能源會議、2009年經濟部推動綠色經濟與新能源產業旗艦計畫、

2010年行政院推動「低碳經濟」、「低碳社會」發展藍圖並於2011年建構

節能減碳行動方案、2011年經濟部能源局因日本福島核災衝擊重新擬定、

而於2012年6月頒布之「能源政策發展綱領」、2012年6月行政院經建會公

布「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2015年初召開第四次全國能源會議。

顯見對應近20年來全球氣候變遷、能源、經濟、新興科技風險之全球治理

潮流，政府已逐步建構朝向低碳社會轉型的發展方針。

然而台灣的危機在於，雖然政策發展規劃從減碳朝向低碳經濟社會之

宣示，但臺灣的決策與治理價值典範與思維卻遲滯而落後，導致所有的產

業與能源政策辯論一直侷限在落後的褐色經濟與能源思維，即「經濟發展

必須高度依賴能源與資源消耗驅動」，以至於經濟發展與環境、健康對立

這樣的過時思考框架之中，絆住在全球正翻滾的綠色經濟與能源變革。近

30年來臺灣經常落入上述的危機循環，導致民眾不斷地面對經濟開發受阻

或環境健康犧牲的兩難抉擇，自1986年反杜邦運動、1980年代末反核四運

動、1995年濱南工業區開發爭議、1998年反拜耳化學廠運動、2008年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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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高科技污染事件，到近年國光石化開發爭議、中科四期開發與搶水爭

議、台東美麗灣開發爭議等，都凸顯臺灣面對全球劇烈氣候變遷挑戰下，

經濟、能源與社會之永續與低碳典範的弔詭。從產業與能源推動政策與實

踐上來看，雖然政府不斷宣示產業結構的調整，但根據研究資料顯示，台

灣自1997年以來不斷推展耗能、耗水、高污染的產業，至2007年因而形成

二氧化碳排碳逐步上升，達到1990年初期的2.3倍；相對的，能源消耗也逐

步提升，製造業能耗約佔全國之一半。近年國光石化開發案與中科四期水

資源開發爭議，更突顯氣候變遷下台灣社會調適政策的各種困境，與低碳

社會背道而馳。其中，此種高碳與低碳經濟典範的衝突，更牽涉到國際綠

色公約制裁下的產業發展、氣候變遷威脅下之農糧安全、健康風險、能源

與減碳、水資源議題、濕地保護、社會分配等永續議題。

亦即，政府一方面宣稱因應全球氣候變遷進行減碳規劃，並建構低碳

與綠色經濟產業，但另一方面，近20年來卻不斷發展與氣候變遷減量與調

適方針相反的高耗能、高污染與高耗水產業。其中，雖然涉及臺灣產業結

構轉型的難題，但確也表現出其中政治經濟的拔河。換句話說，面對劇烈

氣候變遷下能源與產業發展的衝突，作為其新興工業化國家之臺灣社會正

處於交雜的巨大社會轉型挑戰。

這明顯的為價值典範遲滯之落後思維，而所有的產業與能源政策辯論

則一直侷限在這樣的框架之中，以落後的褐色經濟與能源思維，絆住在全

球正翻滾的綠色經濟與能源變革。這是臺灣的危機。

德國氣候變遷委員會(WBGU 2011)針對氣候變遷與災難風險，倡議世

界各國需要進行產業、能源轉型。為避免人類社會朝向浩劫性的氣候災

難，各國從目前高度浩劫資源、能源密集、高度排碳與污染的產業經濟社

會，轉型朝向低能源密集、低碳排放、低污染、資源再循環利用之綠色永

續社會發展。而這個轉型工程，需要有新的社會認知與價值重建，透過創

新的轉型思維來超越舊的經濟社會模型，創造出前瞻的發展。

本文認為，臺灣需重塑全球化架構下的氣候與能源轉型戰略思維。全

球各國目前處在能源轉型的三個螺旋鍊相互競賽之中，包括減碳架構下的

能源燃料轉型、產業轉型與空污治理轉型之三螺旋運動。 任一國家若能夠 

快速的從舊有的經濟社會模式轉型到綠色的經濟與社會模式，將能夠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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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發展趨勢。而這也是目前臺灣需要脫胎換骨的重要方向。而在這三

個共時發生的螺旋運動中，政府治理同時面對由國際而來、由上而下的國

際排碳綠色公約壓力（垂直壓力），也直接承受內國公眾能源民主的要求

（社會水平壓力）。因此，掌握社會的認知與價值為重要的治理基礎，亦

即，公眾對氣候變遷下的社會永續、低碳能源，以及對政府治理、產業轉

型、企業社會責任及公民參與的呼聲，都是促成社會變革的重要基礎。而

探究此各面向公眾對氣候變遷與能源之認知的典範轉移，為本研究的核心

標的。

三、反身性治理與轉型社會認知

由全球劇烈氣候變遷所激發對現代性的檢討－從工業現代轉向

風險現代，不能僅再侷限於單一國家與疆界內的治理，而包含跨越

疆界、跨越領域、大尺度的視角。Beck(2006：31)指出，21世紀初

期人們目睹全球政治巨大的後設轉變(meta-transformation of the 

political)，其帶來了超越過去地理疆界與領域疆界之更為複雜的、新

的社會系統，並改變掌管政治權力的規則與處理政治問題的方式。面對

這個高度不確定性、變為反身的與自我對峙的後設轉變，即「鉅變」

(metamorphosis ;Verwandlung)，需要新的政治社會理論，即反身性治

理(reflexive governance)。而Beck(2015)更強調劇烈氣候變遷所帶來

的鉅變( Verwandlung )，不但帶來各地政府的轉型（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e)，更變為人們解放全球政治的動力(emacipatorical 

metamorphosis)。因此，全球各地社會自我對峙、批判與反省的反身性

治理，在這個視角之下，則同時具有普遍與特殊、全球與在地脈絡的激

盪；世界各地政治社會的改革，尤其對於氣候變遷之治理，關涉全球與

在地民眾。

而對應反身性治理觀點，許多學者指出氣候變遷牽涉複雜的政

策、規範、社會價值與選擇，需要從全球與在地社會永續性發展的架

構，來學習與思考轉型社會之治理價值與制度典範轉移。亦即，透過

脈絡性的考察國家與社會的發展價值與認知，進行全盤經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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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社會分配等風險評估與溝通之長程性的政治議程設計(long-term 

politics design)，正是形塑政府與社會相互創新、競爭與學習的轉型

管理(transition management)核心(Vo没 et al. 2009)。

反身性治理需要重新審視該社會脈絡下之國家、市場、社會與科

學關係來因應與革新巨大風險社會變遷(meta-change)之角度，當代政

府需要進行治理的系統創新(system innovation)，重視轉型社會的管

理(transition management) (Vo没 et al. 2009 ; Hendriks & Grin 

2007)，以朝治理的永續性努力。同時，管理全盤社會轉型朝向永續發

展的目標在於維持社會的繁榮、社會團結與環境保護，它需要改變由上

而下的治理模式，進行由各個社會次系統所驅動的基礎改革，並要考慮

到世代、轉型的規模與多元整合的本質( Frantzeskaki & Loorbach & 

Meadorrcraf t2012)。

此種具有反身性治理意義的轉型管理，將著重在審視造成社會生

態轉變之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包括認知(cognitive)、制度

(institutional)、技術(technical)與經濟模式(economic pattern)，

思考這些面向是否會對社會朝向轉型(transformation)設下嚴格的限

制與障礙，將社會的創新與變遷鎖住(locked in)某一個軌道上(Vo没 

& Kemp 2006 ; Rip 2006)。因此，要打擊此系統性的故障需要重組

社會的體系、重新形構(re-configure)社會的發展與價值，進行轉型

(Rotmans & Loorbach 2009,2010)。在這個面向下，掌握與分析當下社

會變遷中民眾對氣候與能源的感知態度，藉以延展整個社會的價值取

向，包括對環境的保護、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公平與世代的正義等面

向，為建構新社會的重要元素。

在這個架構下，本研究針對臺灣公眾近年來對氣候變遷與能源走

向之感知進行分析。本研究分析的類型分為類型一氣候變遷嚴重性、類

型二環境與經濟成長辯證、類型三採取對抗氣候變遷行動與世代正義、

類型四低碳能源選項、類型五願付代價、類型六環境補貼、類型七風險

溝通、類型八風險治理能耐信任、類型九公民參與決策、類型十對企業

社會責任的要求。共35題，我們透過這些分析類型而初步掌握臺灣公眾

對氣候變遷的風險感知(本次研究聚焦分析其中25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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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抽樣樣本分析

本全國性電訪調查乃委託全國公信力調查研究公司，本次調查的執

行時間，是2012年6月19日至6月29日，以電話問之方式進行獨立樣本訪

問，共計完成有效樣本1,100份，以95%信賴度估計，最大抽樣誤差不超過

±2.95%。第二次調查的執行時間，為2015年11月05日至11月13日之間1。

以電話訪問之方式進行獨立樣本訪問，共計完成有效樣本1,071份，以95%

信賴度估計，最大抽樣誤差不超過±2.93%。

調查對象居住於臺閩地區（包括金門縣、連江縣），且年滿18歲者為

本次調查母體。本研究將中華電信住宅電話號碼簿建置成完整的電腦資料

庫，以其為抽樣清冊，並且用電腦系統進行「系統抽樣法」（systematic 

sampling）來執行抽樣。此外，為了避免未登記電話號碼之家戶無法被訪

問之偏誤，本研究乃將所抽出的電話號碼，再用後2碼隨機產生之方式，來

建構完整的電話號碼，以解決樣本涵蓋率不足的問題。

五、兩個年度問卷結果分析比較

透過由2012年與2015年兩個年度的問卷調查，我們以下進行比較與分

析，探討臺灣民眾對於氣候變遷與能源走向的態度，並進一步討論社會對

氣候與能源轉型治理的整體的價值變化。以此，做為我們延展性的觀察臺

灣正發生典範轉移的社會意向。

如同前述，本研究依十種分析類型進行調查。首先，我們在前幾種類

型的調查中，了解國內民眾對於環境的基本觀念與主要價值為何。第一種

類型的調查主題中，我們主要觀察臺灣民眾對於氣候變遷嚴重性的態度，

並得知民眾愈來愈肯認氣候變遷的嚴重性。第二種調查主題顯示出民眾在

意向上願意朝向兼顧環境保護與經濟的典範發展。第三、第四個調查則顯

1為避免此二次調查執行期間因人口結構轉型(如人口外流、勞動力結構改變等)而導致二者樣本一致性不

足，因此將調查期間限縮至大約三年四個月，以保持調查對象不會因為長時間下的社會結構改變而明顯有

本質上的差異。並且，此期間之統計數字已足夠呈現出具有統計意義之變化。此外，2012與2015此二次調

查皆為總統大選期間，推測民眾對於各項議題之關注度都會提高，又因2015年底為氣候議題關注度較高的

COP21大會期間，因此該二次的調查時間皆具有一定程度之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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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民眾逐漸體認到經濟的快速成長將不利於後代子孫的生活環境，並且認

同替代性能源與永續發展的概念。

接著，後面幾種類型的調查類型主要著重在於了解民眾對於政府氣

候變遷相關政策的想法與支持度。我們試圖在第五類型的調查中，得知民

眾有越來越高的意願同意能源與環境稅制。第六種類型的調查則反映出民

眾對於政府調整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結構的高度支持。在第七類型的調查

中，可以得知政府在政策透明度、宣傳、互動說明等風險溝通面向有所缺

乏，而民眾對於政府在風險治理能力上的不信任也明顯地呈現在第八類型

的調查中。第九類型的調查顯示出有一定程度比例的受試者不同意政府在

決策上具有足夠的政策透明度，以及與民間合作的積極度。

最後，由於企業同樣在臺灣邁向低碳社會之路上扮演關鍵的角色，因

此我們也相當重視民眾對於企業的觀感。在第十類調查中，能夠看到臺灣

民眾普遍認為企業沒有負起應有的社會責任。

（一）氣候變遷嚴重性

由跨年度問卷研究設計，我們在類型一的三個問題初步探知臺灣民眾

對於氣候變遷嚴重性的態度。首先，兩個年度調查結果顯示持續一致性的

態度。在2015年底有67.9%、2012年有76.4%受訪者認為全世界目前最嚴重

的問題是氣候變遷；而與氣候變遷相近的第三個問項，在2015年底有44.3

％、2012年有46.6%受訪者認為貧窮、缺乏食物和飲水最為嚴重（圖1）。

可見，氣候變遷以及其連動的貧窮、食物與水資源問題受到民眾的高度重

視。

在2015年底有63.4%、2012年有63.5%受訪者不認為氣候變遷是無法停

止的過程，無法減緩或對抗；相對的31.7%（2015年）、31.9%（2012年）

受訪者比較悲觀（圖2）。同時，在2015年底有74.3%、2012年有65.1%受訪

者不認為氣候變遷的嚴重性被誇大，比例增加了9.2%，表示民眾愈來愈體

認到氣候變遷的嚴重性（圖3）。

在第二個永續社會發展問卷設計研究面向上，我們集中在類型二「環

境與經濟發展典範轉移」、類型三「個人行動與世代正義」、類型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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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民眾對氣候變遷相關概念看法：氣候變遷是無法停止的過程（歷年比較）

圖1 民眾認為全世界目前面臨最嚴重的問題（歷年比較）

碳能源選項與水資源優先性」、類型五「願付代價（willing to pay）與

環境補貼」等問題。

（二）環境與經濟發展典範逐步轉移

在類型二問卷結果顯示，在2015年底有69.0%、2012年有72.1%受訪者

認為落實環保亦能促進經濟發展（圖4）。在2015年底有72.0%、2012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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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受訪者不認為落實環保會阻礙經濟發展，也就是臺灣民眾認為環保與

經濟可以兼顧（圖5）。而雖然在2015年底有56.6%、2012年有54.2%受訪者

不認同對抗氣候變遷對於臺灣經濟而言有正面的幫助，但也有33.0%（2015

年）、37.4%（2012年）受訪者持正向態度（圖6）。這個初步的結果顯示

一定比例的臺灣民眾已經揚棄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衝突的迷思，而逐步認

同國際上永續經濟社會的潮流－改變經濟成長模式。

圖4 民眾對「落實環保亦能促進經濟發展」看法同意度

圖3 民眾對氣候變遷相關概念看法：氣候變遷嚴重性被誇大（歷年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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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行動與世代正義

類型三問卷結果顯示，在2015年底有39.6%、2012年有40.4%受訪者表

示已採取對抗或減緩氣候變遷的行動，不過也有56.9%（2015年）、55.8%

（2012年）受訪者表示少部分或沒有採取對抗或減緩氣候變遷的行動（圖

7）。

圖6 民眾對氣候變遷相關概念看法：對抗氣候變遷有助台灣經濟（歷年比較）

圖5 民眾對「落實環保會阻礙台灣經濟成長」看法同意度（歷年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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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面對世代正義問題，兩個年度相當一致。在2015年底有達86.9%、

2012年有86.2%的受訪者認為為了後代子孫，即使延緩經濟成長，仍然應該

落實環保措施。僅10.4%（2015年）、10.6%（2012年）受訪者表示不同意

（圖8）。調查顯示臺灣公眾已經認識到近三十年來高速經濟成長對環境破

壞之嚴重問題，將不利於後代的永續發展。當然，民眾是否深度在價值、

觀念上改變，並且真正反應在行為上，仍需要後續研究來驗證。

圖8 民眾對「應為後代子孫落實環保」看法同意度（歷年比較）

圖7 民眾對氣候變遷所採取行動（歷年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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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低碳能源與永續發展意識提高

類型四問卷結果顯示，臺灣在2015年有高達80.0%的受訪者認為空氣

污染嚴重（圖9），高達66.3%的受訪者支持改用天然氣發電（圖10）。在

2015年底有78.7%、2012年有高達80.6%的受訪者認為替代性能源可以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圖11）。在核能作為減緩CO2排放量方面，在2015年底有

54.6%、2012年有有58.5%受訪者表示不同意以核能替代火力發電來減緩二

氧化碳排放（圖12）。

圖10 民眾對「改用天然氣發電」看法

圖9 民眾對「對空氣污染嚴重程度」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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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願付代價(willtopay)

在類型五民眾「願付代價（willing to pay）」部分，在核能替

代方面，在2015年底有高達85.1%、2012年有81.6%的受訪者願意捨棄

價格較低的核能，而「以高電價支持再生能源」，只有10.8％（2015

年）、12.2%（2012年）受訪者表示不願意（圖13）。

圖12 民眾對「以核能減少二氧化碳增加」看法同意度（歷年比較）

圖11 民眾對氣候變遷相關概念看法：替代性能源可減少溫室效應氣體排放
（歷年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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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綠色稅制方面，在2015年底有68.8%、2012年有64.4%的受

訪者願意「以較高賦稅來保護環境」；但有24.8％（2015年）、28.3%

（2012年）受訪者不支持。支持率在2015年上升了4.4%（圖14）。對

「政府開徵能源稅與環境稅」作法，在2015年底有高達68.0%、2012

圖13 民眾對「以高電價支持再生能源」看法同意度（歷年比較）

圖14 民眾對「以較高賦稅來保護環境」看法同意度（歷年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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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且有61.1%的受訪者表示支持；相對的，有23.5％（2015）、29.3%

（2012）受訪者表示不支持。支持率增加近7％，而不支持率下降了近6

％（圖15）。顯示民眾有越來越高的意願同意能源與環境稅制。

 （六）環境補貼

而這個環境與經濟發展典範轉移的徵候，也可以從類型六看到

相近的結果。面對現實上臺灣能源密集產業結構，在2015年底有高達

66.5%、2012年有57.9%的受訪者認為即使政府調整高耗能、高污染產業

結構會影響經濟成長時，仍然願意支持調整產業結構（圖16）。兩個年

度資料相較之下，增加了8.6%。

（七）風險溝通

就類型七「風險溝通」面向，在2015年有50.4％受訪者表示不充足，

相對的，有41.3％認為充足（圖17）。在2012年訪問中，42.8%受訪者認為

氣候變遷相關資訊來源表示充足，45.8%受訪者對產生的後果僅表示充足，

39.0%受訪者就對抗減緩的措施表示充足。總體而言，民眾從各方面獲得的

臺灣氣候變遷資訊仍須加強。

圖15 民眾對「政府開徵能源稅與環境稅」看法同意度（歷年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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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策溝通而言，在2015年底僅有39.1％%、2012年有38.2%受訪者認

為政府已經提出明確的氣候變遷政策，來防範劇烈的氣候異常。相對的有

48.3％（2015年）、51.3％（2012年）認為氣候政策不明確（圖18）。

同時，在政策透明度上，在2015年底有高達60.9%、2012年有63.1%受

訪者認為政府相關的氣候變遷政策（包括油、電、水等能源價格）並不透

明公開（圖19）。可見，政策透明度、宣導、互動說明仍然嚴重缺乏，各

種政府風險溝通指標偏低。

圖16 民眾對「政府調整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結構」看法同意度（歷年比較）

圖17 民眾對氣候變遷相關之資訊充足程度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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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風險治理

由於風險溝通的不足，直接影響到民眾對政府對抗氣候變遷治理能耐

的信任。調查顯示，在2015年底僅有21.7%、2012年僅24.6%受訪者對政府

對抗氣候異常的能力表示信任；相對地，有高達68.0%（2015年）、68.1%

（2012年）受訪者表示不信任。這個結果顯示，臺灣民眾對政府氣候風險

治理的信任相當低，兩個年度比較起來，大約相同（圖20）。

圖18 民眾對「政府已提出明確氣候變遷政策」看法同意度（歷年比較)

圖19 民眾對「政府氣候變遷政策並不透明公開」看法同意度（歷年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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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民參與決策

在類型九「公民參與決策」方面，在2015年底有62.1%、2012年有

67.4%受訪者不同意政府氣候變遷相關決策已充分開放透明；相對的，僅有

25.9%（2015年）、22.1%（2012年）表示同意（圖21）。 至於政府是否已

經積極與民間合作對抗氣候變遷，在2015年底有52.4%、2012年有49.5%受

訪者表示不同意；相對的，35.8%（2015年）、41.2%（2012年）受訪者表

示同意（圖22）。

圖20 民眾對政府對抗氣候異常能力的信任度（歷年比較） 

圖21 民眾對「政府氣候變遷相關決策已充分開放透明」看法同意度（歷年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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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民眾對「政府氣候變遷決策應增加民間參與」看法同意度

公民參與普遍不足，需要強化。在2015年底有高達89.1%、2012年有

88.9%受訪者認為政府氣候變遷決策應該增加民間參與，兩個年度非常同意

比例皆接近五成，還算同意則皆近四成（圖23）。

   （十）企業社會責任

在類型十「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無論是企業對抗氣候變遷的行動

與責任，調查顯示（圖24），在2015年僅有8.4%、2012年僅8.1%受訪者認

為臺灣企業有負起企業社會責任，來處理氣候變遷與能源消耗問題。相對

的，卻有高達84.4%（2015年）、81.4%（2012年）受訪者表示沒有盡力負

圖22 民眾對「政府已積極與民間合作對抗氣候變遷」看法同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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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企業社會責任（包括完全沒有20.1%（2015年）、20.2%（2012年），少

部分有64.3％（2015年）、61.2%（2012年）。

同時，在2015年有高達73.8%、2012年有71.4%受訪者認為企業在氣

候變遷對抗與減緩行動上做得不夠，僅有12.1%（2015年）、13.2%（2012

年）的受訪者認為作得剛好（圖25）。可以看到，在產業開發涉及環境污

染、能源消耗與二氧化碳排放等爭議背景下，臺灣民眾普遍認為企業應該

盡更多的社會責任。

圖24 民眾對企業是否負起處理氣候變遷之社會責任的認知（歷年比較）

圖25 民眾對企業對抗和減緩氣候變遷行動的效能看法（歷年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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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結論與建議

從2012年與2015年的年度的調查顯示，臺灣民眾對氣候變遷的風險感

知、環境與經濟成長辯證、世代正義、低碳能源選項、願付代價、對高耗

能高污染產業的改革、風險溝通、對政府風險治理的信任與公民參與、以

及最後對企業的社會責任期待，都產生相當一致性的強烈變革態度。在外

部上，由於國際氣候變遷公約的垂直壓力與本土高頻率的氣候災難，導致

民眾對氣候變遷具有強烈的感知，而非停留在懷疑論的階段。在內部上，

由於近年來民眾對於能源燃料的選擇，對產業化石燃料的補貼與相應的嚴

重空污，促使大部分的人有越來越強的態度選擇新的發展。亦即，前述筆

者所提到的能源轉型三螺旋運動，包括能源排碳、耗能與污染產業轉型及

空污對健康的衝擊，正迅速擴散在這個社會之中。同時，對政府治理、公

民參與與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也越來越強化。自此，面對氣候變遷，大

多數民眾已在認知與價值上有所轉變。

由這十個變項問題我們可以再歸納為氣候變遷嚴重程度、永續社會發

展、風險治理與溝通、企業社會責任四個面向。每個面向之內的變項分析

結果，與四個面向之間的變項分析結果，可以說呈現高度的關連性，而形

成新生的社會文化認知取向。而就氣候變遷與科技風險的分析而言，這些

風險感知所呈現整體社會的態度、喜好與選擇，某個程度上代表新的認知

與價值取向，而變為重要的文化因素(Beck2015)。在這個架構下，成為我

們解釋一個社會結構轉型變動的重要參考（並有待更多調查支持）。

第一個面向之內的變項分析顯示，民眾無論對最嚴重問題的選擇、重

要程度、是否被誇大及抑止氣候變遷努力，皆有高度正向的態度。亦即，

臺灣民眾已經確立氣候變遷威脅及需要對抗的態度。而此態度在關涉到第

二面向永續社會發展相關議題時，有具體的回應。

在第二個面向永續社會風險感知類型中，首先，公眾已經形成調和

環境與經濟成長關係態度，否定過去兩者對立的舊典範；其意味著公眾認

為應當尋求另類的永續經濟社會發展模式。這個態度具體表現在，大部分

公眾支持政府調整既有高耗能、高污染與高碳排放的產業結構及願付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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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後者顯示，相當程度公眾否決了長期以的來政府補貼產業油電成本，

同時，大部分的公眾支持以較高賦稅來保護環境及開徵能源稅。

同時，在低碳能源與經濟發展上，相當高比例公眾也認同以高電價

支持再生能源，以作為減碳之能源替代；並否決2011年政府提出核能作為

低碳能源的政策規劃。特別是，在世代正義的議題上，非常高程度的公眾

認為即使延緩經濟成長仍應以環保為優先，來留給下一代永續的環境。

不過，在自主行動以對抗氣候變遷的作為上，臺灣民眾行動離理念仍有段

距離，而呈現和世界各國民中一樣結果。亦即，主觀上有高度的氣候變

遷裡念，但乏於實際的行動。也就是所謂的紀登斯弔詭現象（Gidden’s 

paradox）(Giddens2009)。

而這兩個面向所呈現的永續發展態度，則直接反映在第三個面向公眾

對政府治理、風險溝通與公民參與的要求。很明顯的，公眾對氣候變遷相

關的資訊透明度與溝通感到不足，也認為政府氣候變遷政策資訊不完整。

相當程度的公眾並不信任政府對抗氣候變遷之治理能耐，也普遍認為政府

進行這方面的決策缺乏透明，乏於與民間的合作來對抗氣候風險。同時，

兩個年度呈現特別的一致態度是，相當高比例的民眾認為氣候變遷決策應

增加公民參與。

同樣的，在第四個面向上，由於在政府、社會與企業的三角關係中缺

乏建立系統性的夥伴合作，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也被視為是相當弱的一環，

相當高比例民眾認為企業在對抗氣候變遷與減緩行動上做得不夠，並未擔

負改善氣候變的社會責任。也就是說，這個結果顯示，企業已經逐步受到

社會更多的要求，需改變過去公關式的贊助活動，並正視如何實在的介入

與支持氣候風險的防範。亦即，新的企業社會責任典範正在形塑中。舉例

來說，臺灣證券交易所制定之「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即為督促企業實踐其社會責任之重要規範，近年來，「企業社會責任」讓

大企業每年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轉移大量資源到社會上對綠色、永續與

環境友善的公私部門，一些環保團體、學術單位在這個新形成的運作體系

中扮演重要角色，促進了臺灣的轉型。透過積極參與及拓展現有之企業社

會責任交流平台，國內企業即能在發展利益極大化的同時，成為對抗氣候

風險的重要行動者。例如國內某電子公司長期投入綠色教育與綠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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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眾觀念和居住環境上努力，以及某光電公司以水回收廠房，解決高科

技耗水，來貢獻臺灣水資源日益匱乏的困境，都是企業介入與支持氣候風

險防治的楷模。

上述的分析顯示，過去研究中所指出臺灣科技決策中弱化的風險溝通

與公民參與機制現象（周桂田2013），同樣也發生在氣候變遷議題上。除

了顯示公眾對氣候變遷風險感知與治理之典範變遷－在感知到嚴重氣候變

遷威脅與永續社會發展、世代正義下，要求更充足的決策溝通、資訊透明

與社會參與，從另外的角度而言，四面向的問卷分析結果也呈現政府、企

業與社會三者在治理與信任上的鴻溝；連結過去臺灣社會系統性的遲滯、

隱匿風險管制模式，此種鴻溝同樣為政府治理改革與創新需要努力跨越之

處。

可以說，一方面公眾已經轉向永續社會感知與尋求另類經濟發展的態

度，但另一方面，由於缺乏開放、參與、互動與合作之決策與溝通機制，

使得公眾高度不滿政府之治理或企業之社會責任。而此，進一步導致三方

之間的信任關係無法建立。這表示整體社會的風險治理體質相對脆弱，不

利於三者的協調與合作來共同對抗劇烈氣候威脅。

亦即，臺灣社會公眾對氣候變遷風險治理典範轉移的徵候，是同時

與政府、企業與社會之系統性鴻溝一起發生。長期政府治理所嚴重欠缺的

資訊透明、雙向風險溝通及公民參與，積累性的展現在本次的調查結果

中。也就是說，公眾感知到嚴重的氣候變遷威脅並積極朝向永續發展、決

策參與的意圖與要求，卻無法有效的對應到政府治理與企業。此種結構性

問題若未能積極改善，整個社會將落入OECD(2003)所強調的系統性風險

(systemic risks)，國家治理的正當性與企業在地永續經營的社會認同將

更形弱化。一旦此治理與社會認同的脆弱度繼續擴大，將威脅需要政府、

企業與社會共同商議之能源、環境、產業、健康與社會分配等氣候變遷治

理根基。因此，無論是政府、企業在面對新的社會呼聲與要求，亟需回應

公眾的期待而進行大幅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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